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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根据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 不同类型数字贸易条款的规则属性，
构建了条款异质性指数， 并对其深度进行量化， 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全球 ７２ 个经济

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 实证检验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数字服务出口的

影响。 研究发现，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提高显著促进了参与国的数字服务出口，
且不同类型条款存在异质性影响， 数据相关条款 （自由开放型） 深度提升的促进

作用最大， 其次为贸易促进条款 （环境便利型）， 最后为隐私保护条款 （保护平衡

型）。 同时发现， ＲＴＡ 成员方的国内监管质量差异对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提高带来的

出口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只有当两国间的国内监管质量差异控制在一定水平时，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才能有效促进双边数字服务出口。 这表明， 对国内监管质量水

平相对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参与是一个 “循序渐进”
和 “干中学” 的过程， 与一味追求签署 “最高标准” 的深度规则相比， 改善国内

数字贸易监管治理水平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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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 由于数字技术变革的推动， 服务数字化趋势日益明显， 全球化已进入

“数字促进贸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Ｔｒａｄｅ） ” 的新阶段。 基于 ＯＥＣＤ、 ＩＭＦ、 ＷＴＯ
（２０２０） ［１］最新发布的数字贸易测度方法估算， 目前全球数字服务出口额达 ３ 万亿

美元， 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接近一半， 数字服务出口成为驱动全球贸易增长

的重要引擎。 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贸易方式和贸易内容的变革， 这对现有国

际经贸规则体系带来挑战。 多边层面上， ＷＴＯ 在数字贸易 ／电子商务规则构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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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实质性进展 （Ｇａｏ， ２０１８［２］； 韩剑等， ２０１９［３］ ）， 其现有规则框架难以适

应 ２１ 世纪以来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
区域贸易协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ＴＡ） 层面数字贸易规则的 “积极

有为”， 与 ＷＴＯ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停滞形成鲜明对比， 数字贸易的全球治理

逐步向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层面过渡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ａｎｄ Ｆｅｒｅｎｃｚ， ２０１８） ［４］。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全球范围内已签署的 ＲＴＡ 中， 有 １８５ 个含有与数字贸易相关的特定条款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其中有 １１０ 个包含特定的电子商务条款 （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有 ８０ 个纳入电子商务专章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

总体上看， ＲＴＡ 层面的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呈 “碎片化” 状态， 特别是美国、
欧盟、 中国等主要经济体主导和 ／或参与的数字贸易规则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美国

在 ＲＴＡ 上主张数字贸易的自由化， 因而倾向于纳入跨境数据流动、 数据本地化和

不公开软件源代码等前沿性条款。 欧盟则总体主张对数字贸易 “有条件的自由”，
即在 “隐私保护” 和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两大议题中寻求平衡点， 并强调数字

贸易相关的 “文化例外” 和 “试听例外” （周念利和陈寰琦， ２０１８［５］； 高凌云和樊

玉， ２０２０［６］）。 与美国和欧盟相比， 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的参与上起步较晚， 中国

已生效的含有 “电子商务” 条款的 ＲＴＡ 规则重心是贸易便利化与透明度等条款

（ＧＡＯ， ２０１８）， 与美、 欧主导的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不过， 随着数字技术加快推动服务数字化及提升服务的可贸易性， 中国日益重

视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参与， 以培育在数字化服务贸易领域的长期竞争力。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明确提

出，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 推动建立各方普遍接受的国际

规则”。 在此背景下， 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的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对数字服务出口影响

的异质性， 以明确中国参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签订的优先次序， 可以为中国

参与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制订的战略推进提供依据。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本文的研究创新在于： 第一， 通过量化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

则条款的深度， 并就其对参与国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定程度上克

服了采用虚拟变量简单设定 ＲＴＡ 变量带来的缺陷， 增强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第二，
研究方法上， 基于瑞士卢塞恩大学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发布的 “区域贸易协定电子商务

和数据条款数据库 （ＴＡＰＥＤ） ”， 根据不同规则条款的特征属性， 构建了 “数据相

关条款”、 “贸易促进条款” 和 “隐私保护条款” 三种类型的条款异质性指数， 这

是对现有 ＲＴＡ 经济效应研究拓展到数字贸易规则细分条款领域的有益尝试。 第三，
本文证实了 ＲＴＡ 不同类型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异质性影响， 以及

国家间监管质量差异对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提高带来的出口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本文

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 尽管签署高标准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是我国参与全球数字

贸易规则制订的重要方向， 但 ＲＴＡ 谈判所涉及的规则水平和条款选择要 “因贸易

伙伴国而异、 因条款属性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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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 不同类型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对数字服务出口影响的异质性

全球各国签署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的意图， 是通过放宽数字贸易的市场准

入和创造更加自由化、 便利化的发展环境， 进而促进数字贸易可持续发展。 因此，
总体上看， 数字贸易规则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数字服务出口。 但是， 由于不同类

型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所关注的重心不同 （表 １）， 从而存在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差异

性影响。
数据相关类条款属于 “自由开放型” 规则， 意在覆盖尚未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工

作组框架下讨论的议题， 并关注更充满争议的前沿性议题领域， 如跨境数据流动、
禁止数据本地化、 不公开软件源代码等条款。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贸易和生产都严重

依赖于数据的跨境移动， 数据流动从而成为决定数字贸易能否顺利进行的核心要素

（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ａｎｄ Ｊｏｕａｎｊｅａｎ， ２０１７［７］； Ｆｅｒｅｎｃｚ ａｎｄ Ｇｏｎｚａｌｅｓ， ２０１９［８］； Ｆｅｒｅｎｃｚ，
２０１９［９］）， ＯＥＣＤ 发布的 “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和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

（ＥＣＩＰＥ） 发布的 “数字贸易限制指数” 更是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作为阻碍数字贸

易开展的首要因素。 经验研究方面， Ｂａｕｅｒ 等 （２０１３） ［１０］ 认为， 如果欧盟跨境数据

流动受到严重阻碍， 将使其对美国服务出口可能减少约 ６􀆰 ７％。 类似的，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和 Ｍａｒｅｌ （２０１９） ［１１］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 ６４ 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 证实了数据限

制政策与数字服务出口之间的负相关性。

表 １　 ＲＴＡ中数字贸易相关规则条款的分类

大类领域 子领域 规则属性 规则类型

数据相关条款

（自由开放型）

贸易促进条款

（环境便利型）

隐私保护条款

（保护平衡型）

跨境数据流动

禁止数据本地化

不公开软件源代码

ＷＴＯ 规则补充深化

建立国内电子商务监管框架

无纸化贸易

电子认证

在线消费者保护

个人数据保护

网络中介平台责任

未经请求的电子信息

覆盖尚未在 ＷＴＯ 框架下讨论

的前沿技术性议题

针对 ＷＴＯ 电子商务工作计划

所提特定议题的深化； 简化

程序、 降低在线交易成本等

强调对数字贸易发展中的个

人数据和隐私保护

自由开放型

环境便利型

保护平衡型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贸易促进类条款属于 “环境便利型” 规则， 主要涉及促进数字贸易便利发展

的综合环境条款， 由于跨境数字贸易运行的本质是由一系列与交易相关的复杂贸易

措施所支撑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ａｎｄ Ｆｅｒｅｎｃｚ， ２０１８）， 因此通过针对 ＷＴＯ 电子商务工作计划

所提特定议题的深化、 建立电子商务的国内法律监管框架、 无纸化贸易和电子认证

等条款的执行， 可以有效减少贸易和服务数字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监管壁垒， 进而提

升数字贸易的总体便利化水平。 Ｄｕｖａｌ 等 （２０１８） ［１２］ 的实证分析表明， 如果全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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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ＷＴＯ－ＴＦＡ 中的无纸化贸易和其他数字贸易便利化规则条款， 将促使亚太区国家

贸易成本下降 ２６％以上。 ＲＴＡ 贸易促进类条款的生效及生效实施， 可以提升企业

数字贸易业务运营 （包括所涉及的线上和部分线下环节） 的便利化水平， 进而降

低数字贸易业务开展的综合成本， 促进数字贸易出口。
隐私保护类条款属于 “保护平衡型” 规则， 与 “自由开放型” 规则形成鲜明

对比， 前者强调防守而后者倾向进攻。 数据隐私保护类条款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

存在 “双刃剑” 效应， 过低的数据隐私保护水平会降低数字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Ｇｕｅｌｌｅ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１３］， 进而不利于数字服务出口； 反过来， 过高的数据隐私保

护水平将增加数字企业的运营成本， 在与其他国家企业竞争时处于劣势， 从而降低

数字服务出口的竞争力， 隐私保护的最佳水平应该是基于数据创新的好处与侵犯消

费者隐私权所造成的损害之间的折衷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２０１２） ［１４］。 从经验研究看， 已有

文献大多支持隐私保护水平过高限制数字企业竞争力的结论， 如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等

（２０２０） ［１５］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表明， 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法规 （ＧＤＰＲ） 实

施后使得欧盟用户的网站浏览量和网络平台收入均减少了约 １２％； 类似的，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和 Ｔｕｃｋｅｒ （２０１１） ［１６］的研究表明， ２００４ 年的一项欧洲隐私保护法规实施后

使得欧洲互联网公司更难收集有关其在线客户的数据， 从而导致欧洲在线广告的有

效性降低了约 ６５％。 总体上看， 与前两种类型的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相比， 隐私保

护类条款深度提升对数字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
鉴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总体深度提升， 有利于促进参与国数字服务

出口。
假说 ２： ＲＴＡ 不同类型的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存在异

质性。
（二） 国家间监管水平差异对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效应产生影响

数字贸易规则属于典型的 ＷＴＯ－Ｘ （超越 ＷＴＯ 框架外） 边境后规则条款， 因

而本质上涉及的是一个 “监管” 问题， 国家间监管水平差异会对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

则的贸易效应产生重要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和国内监管治理水平相似的经济体

之间， 其监管目标的相似度较高， 通过 ＲＴＡ 规则层面实现监管合作可以降低合规

成本， 而不会损害其实现监管目标的能力 （Ｈｏｅ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ｖｒｏｉｄｉｓ， ２０１５） ［１７］。 相

比之下， 国内监管水平差异较大的国家因为监管目标的取向不同而面临监管一致性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问题， 这些国家之间即使签署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条款，
也可能因两国间监管协调的有限性影响规则实施效果。 例如， 数据相关条款已成为

不同国家对数字贸易规则充满争议的焦点 （Ｂｕｒｒｉ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ｎｃｏ， ２０２０） ［１８］， 监管水

平较高的发达国家通常认为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计算设施本地化的要求， 大幅增加

了企业运营成本， 监管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多从国家安全的视角， 认为

这些条款与本国保留对数据处理和存储权的政策目标相悖 （Ｐｔａｓｈｋｉｎａ， ２０１８） ［１９］。
在实践中， 由于国内监管能力的较大差异， 阻碍了 ＲＴＡ 成员方之间商定的协调水

平的实施， 与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条款落实相关的透明度、 通知、 审议以及允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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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者对拟议的新法规发表评论等基本原则可能无法实施。 为此， 在数字贸易国内

监管治理水平上， 需充分考虑到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
发展中国家的规则学习效应总体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 Ｈｏｅ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ｖｒｏｉｄｉｓ， ２０１５）， 盲目 “被动” 签署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无益于这些国家的

数字贸易主体成长进而损失其出口竞争力。
鉴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 ＲＴＡ 成员方之间的国内监管水平差异， 可能存在对数字贸易规则出口

作用的门槛效应， 国内监管水平差异在一定程度内的 ＲＴＡ 组合， 数字贸易规则深

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数字服务出口， 而国内监管水平差异超过一定程度的 ＲＴＡ 组

合， 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提高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不确定。

二、 模型构建、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一） 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 ＲＴＡ 条款异质性视角， 使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跨国面板数据分析 ＲＴＡ 中

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 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 结合双边数字服务

出口的特征， 设定实证模型如下：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ＦＴＡｉｊｔ ＋ β２ＧＤＰ ｉｔ ＋ β３ＧＤＰ ｊｔ ＋ β４ｄｉｓｔｗ ｉｊ ＋ β５ｃｏｍｌａｎｇｉｊ

＋ β６ｃｏｌｏｎｙｉｊ ＋ β７Ｘ ｉｊｔ ＋ λ ｉ ＋ λ ｊ ＋ λ ｔ ＋ εｉｊｔ 　 　 　 　 　 （１）
变量下标 ｉ、 ｊ、 ｔ 分别代表出口国、 进口国、 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代表 ｉ

国在 ｔ 年对 ｊ 国的数字服务出口额。 ＦＴＡｉｊｔ 为反映国家之间 ＲＴＡ 数字贸易条款异质性

深度水平的核心解释变量。 ＧＤＰ ｉｔ 及 ＧＤＰ ｊｔ 分别为出口国与进口国在 ｔ 年的实际

ＧＤＰ， 作为两国市场规模的控制变量。 ｄｉｓｔｗ ｉｊ 为两国之间的加权地理距离， ｃｏｍｌａｎｇｉｊ

为表示两国官方语言是否一致的虚拟变量， ｃｏｌｏｎｙｉｊ 为表示两国在 １９４５ 年之后是否

存在殖民关系的虚拟变量， 三者均用来反映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的直接贸易成本， 是

传统引力模型的主要控制变量。 Ｘ ｉｊｔ 为除上述传统引力模型控制变量以外， 针对数

字服务贸易而加入的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反映两国数字基础设施差异及高等教育水

平差异的两个变量。 β０、 β１、 β２、 β３、 β４、 β５、 β６、 β７ 为需要估计的参数， λ ｉ 、 λ ｊ 、 λ ｔ 分

别为出口国、 进口国、 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ｊｔ 为随机扰动项。
若引力模型中存在异方差问题， 对变量进行对数化会导致变量系数的不一致估

计， 此时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方法 （ＰＰＭＬ） 是更好的选择 （Ｔｅｎｒｅｙｒｏ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ａ，
２００６） ［２０］。 此外， ＰＰＭＬ 估计还规避了在贸易流量存在零值时对其进行对数线性化

导致样本损失的问题。 因此本文在 ＯＬＳ 估计之外同时对样本进行 ＰＰＭＬ 估计， 以

比较两种方法回归结果的异同， 进而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ＰＰＭＬ 估计的模型形式如

式 （２） 所示， 各变量及参数的含义与式 （１） 相同。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ｅｘｐ（β０ ＋ β１ＦＴＡｉｊｔ ＋ β２ＧＤＰ ｉｔ ＋ β３ＧＤＰ ｊｔ ＋ β４ｄｉｓｔｗ ｉｊ ＋ β５ｃｏｍｌａｎｇｉｊ

＋ β６ｃｏｌｏｎｙｉｊ ＋ β７Ｘ ｉｊｔ ＋ λ ｉ ＋ λ ｊ ＋ λ ｔ ＋ εｉｊｔ 　 　 　 　 　 　 （２）
进一步， 为探讨国家之间的监管质量差异是否会对 Ｆ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

数字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产生影响， 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 以监管质量差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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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门槛变量， 将总体样本转化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进行面板门槛回

归， 并使用国家对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以处理可能存在的自相关问题。 具体模型如式

（３） 所示。 由于本文在面板门槛回归中控制了国家对固定效应， 地理距离、 共同

语言、 殖民关系三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会因为共线性而被自动删除， 因此模型中

剔除了这三个变量。 式中 Ｉ（·） 为示性函数， 若括号内条件满足则该函数取值为 １，
条件不满足则函数取值为 ０。 ｄｉｆｒｑｅｉｊｔ 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监管质量差异， 同时也是

门槛变量， ζ 为门槛值。 （３） 式整体的含义为，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监管

质量差异小于等于 ζ 时， ＦＴＡ 对双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为 β１， 当监管质量差异大

于 ζ 时， ＦＴＡ 对双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为 β２。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ＦＴＡｉｊｔＩ（ｄｉｆｒｑｅｉｊｔ ≤ ζ） ＋ β２ＦＴＡｉｊｔＩ（ｄｉｆｒｑｅｉｊｔ ＞ ζ） ＋ β３ｄｉｆｒｑｅｉｊｔ

＋ β４ＧＤＰ ｉｔ ＋ β５ＧＤＰ ｊｔ ＋ β６Ｘ ｉｊｔ ＋ λ ｉ ＋ εｉｊｔ 　 　 　 　 　 　 　 　 （３）
（二）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双边数字服务出口额 （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数字服务出口参考 ＯＥＣＤ、 ＩＭＦ、 ＷＴＯ
（２０２０） 关于 “数字交付贸易” 的统计口径①， 基于 《扩大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
（ＥＢＯＰ） 统计方式对所涉及服务部门的贸易数据进行分类加总计算。 分行业的服

务贸易出口数据来源于 ＵＮＣＴＡＤ 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条款异质性指数 （ ｐｒｏｍｉｊｔ ； ｄａｔａｉｊｔ ； ｐｒｉｖｉｊｔ ） 和规则深度总指数 （ ＦＴＡｉｊｔ ）。 本

文基于条款异质性视角， 研究 ＲＴＡ 中的数字贸易条款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为此， 本文分别构建了贸易促进条款 （ ｐｒｏｍｉｊｔ ）、 数据相关条款 （ ｄａｔａｉｊｔ ）、 隐私

保护条款 （ ｐｒｉｖｉｊｔ ） 三个分项指数， 并将三个分项指数以算数平均的方式加总得到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总指数 （ ＦＴＡｉｊｔ ）。 对于样本期间任一年度， 若出口国和

进口国之间还没有已经生效的 ＲＴＡ， 核心解释变量取值为 ０， 若两国之间存在已经

生效的 ＲＴＡ， 则按照下文详述的计算方法计算相应的 ＲＴＡ 异质性指数和规则深度

总指数 （在 ＲＴＡ 生效当年， 异质性指数和规则深度总指数取值为 ０）。 若两国之间

同时有不只一项 ＲＴＡ 生效， 则在所有已生效 ＲＴＡ 的异质性指数和规则深度总指数

间取最大值②。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文本量化的原始数据来自于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 （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该数据库由瑞士卢塞恩大

学的国际法学领域专家 Ｍｉｒａ Ｂｕｒｒｉ 研究团队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首次发布， 囊括了自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９ 年， 全球范围内目前已生效 （不包括已失效） 的 １４６ 个含有数字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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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服务类别包括：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金融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 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研

发服务； 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 建筑、 工程、 科学和其他技术服务； 其他商务服务； 视听及相关服务； 健康

服务； 教育服务； 文物与娱乐服务。
例如： 澳大利亚与马来西亚之间的 《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 于 ２０１０ 年开始生效，

２０１３ 年 《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自由贸易协定》 开始生效， 因此 ２０１４ 年的核心解释变量需要取这两项协定的

ＲＴＡ 异质性指数和规则深度总指数的最大值。



易特定规定、 电子商务特定条款或电子商务专章的 ＲＴＡ。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将 ＲＴＡ 中

涉及的每一项具体的数字贸易条款按照法律约束力强弱由小到大进行赋值。
具体的赋值方法和步骤是 （图 １）： 第一步， 确定某个条款是否包含在 ＲＴＡ

中， 协定中包含了该条款， 计为 “１ 分”， 没有包含则为 “０ 分”； 第二步， 在确定

协定中包含某个条款的情形下， 判断是否含有具有约束性义务表述？ 如果协定中对

该条款全部使用非约束性义务 （Ｎｏｎ－ｂｉｎｄｉｎｇ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形式进行表述， 则计为

“１ 分”； 如果协定中对该条款包含了约束性义务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的表述， 则

计为 “２ 分”； 第三步， 在确定协定中对某个条款含有约束性义务表述的情形下，
判断是否全部为约束性义务表述？ 如果协定中对某个条款同时含有约束性义务和非

约束性义务的表述， 即混合合法化 （Ｍｉｘｅｄ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则计为 “２ 分”； 如果协

定中对某个条款全部使用约束性义务的形式表述， 则计为 “３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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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ＲＴＡ数字贸易规则条款量化评分方法

在前文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部分， 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基础上将 ＲＴＡ 中的数

字贸易规则条款分成三个一级指标， 包括数据相关条款、 贸易促进条款和隐私保护

条款， 并进一步细分为 ９ 个二级指标和 １３ 个三级指标。 依据上述标准， 本文将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中的重要条款按照其规则属性进行分类， 每一项条款都被归类到相应

的三级指标。 在计算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分项指数时， 首先需要将各三级指标下包含

的数字贸易条款深度进行算数平均， 得到三级指标， 再使用相同的计算方法依次得到

二级指标及一级指标， 指标构成如表 ２ 所示。 各级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ＩｎｄｅｘＨ ＝
∑

ｎ

ｉ ＝ １
ＩｎｄｅｘＬｉ

ｎ（ ＩｎｄｅｘＬ）
（４）

式 （４） 中 ＩｎｄｅｘＨ 为更高层级指标的深度， ＩｎｄｅｘＬｉ 为该高级指标所包含的的第 ｉ
个次一级指标的深度， ｎ ＩｎｄｅｘＬ( ) 为该高级指标所涵盖的次一级指标的数量。 若

ＩｎｄｅｘＨ 为三级指标， 则 ＩｎｄｅｘＬｉ 指的是三级指标下第 ｉ 项数字贸易条款的深度，
ｎ ＩｎｄｅｘＬ( ) 为该三级指标下的条款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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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ＲＴＡ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异质性指数的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条款

数据
相关条款

跨境数据流动 跨境数据流动

（１） 电子商务章节是否包含数据流的规定？ （２） 电子商
务章节是否有解决数据流障碍的机制？ （３） 电信章节中
是否提到数据流传输？ （４） 计算机和相关服务 （ＣＲＳ）
章节中是否提到数据流传输？ （５） 视听章节中是否提到
数据流传输？ （６） 金融服务章节中是否提到数据流传输？
（７） 知识产权章节中是否提到数据流传输？ （８） 其他章
节中是否提及数据流的规定？ （９） 其他章节中是否存在
解决数据流障碍的机制？

数据本地化 数据本地化
（１） 电子商务章节是否有禁止或限制数据本地化要求的
规定？ （２） 其他章节是否有禁止或限制数据本地化要求
的规定？

披露软件源代码 披露软件源代码
（１） 是否包括禁止披露软件源代码作为准入、 分发、 销
售或使用此类软件的条件？

贸易
促进条款

ＷＴＯ 规则
补充深化

贸易便利化
条款

ＷＴＯ 规则适用性 （１） 是否提到 ＷＴＯ 电子商务规则适用性？

电子商务关税
（１） 是否有关于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的规定？ （２） 是否包
含有关载体介质海关价值的规定？

电子商务
非歧视待遇

（１） 是否规定电子商务的国民待遇？ （２） 是否规定电子
商务最惠国待遇？ （３） 是否为电子商务所需的计算机相
关服务部门提供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 （４） 是否
为电子商务所需的电信服务部门提供了市场准入和国民
待遇承诺？ （５） 是否为电子商务所需的金融服务部门提
供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

建立电子商务
监管框架

（１） 是否包含国内法律框架与贸易法委员会 《 １９９６ 年
电子商务示范法》 保持一致的规定？ （２） 是否包含国内
法律框架与 《联合国国际合同中使用电子通信公约》 保
持一致的规定？

无纸化贸易 （１） 是否包含有关无纸化交易的规定？

电子认证 （１） 是否包含电子认证、 电子签名或数字证书的规定？

隐私
保护条款

在线消费者保护 在线消费者保护 （１） 该协议是否包括有关在线消费者保护的规定？

个人数据保护 个人数据保护

（１） 是否包含无条件的数据保护规定？ （２） 是否包括承
认某些关键原则的数据保护规定？ （３） 该协议是否包括
根据国内法进行的数据保护规定？ （４） 是否包含有关承
认某些国际标准的数据保护规定？ （５） 是否包含作为最
小限制措施的有关数据保护的规定？

网络中介平台
责任

网络中介平台
责任

（１） 是否包含有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ＩＳＰ） 责任条款？

未经请求的
电子信息

未经请求的
电子信息

（１） 是否包括有关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消息的规定？

资料来源： 基于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分类整理而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ｌｕ． ｃｈ ／ ｅｎ ／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 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ｌａｗ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ｈｉｐｓ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ａｐｅｄ ／ 。

３􀆰 控制变量

出口国与进口国的ＧＤＰ （ ＧＤＰｉｔ ；ＧＤＰｊｔ ）：ＧＤＰｉｔ 及ＧＤＰｊｔ 分别代表出口国与进口国

的 ＧＤＰ 数据， 用以控制两国的经济规模， ＧＤＰ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中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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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格美元计算的实际 ＧＤＰ 数据。 地理距离 （ ｄｉｓｔｗｉｊ ）， 使用 ＣＥＰＩＩ 提供的

使用人口加权的地理距离， 在回归分析中以 ｄｉｓｔｗｉｊ 表示。 共同语言 （ ｃｏｍｌａｎｇｉｊ ）， 表示

两国是否拥有共同官方语言的虚拟变量 ｃｏｍｌａｎｇｉｊ 。 殖民关系 （ ｃｏｌｏｎｙｉｊ ）， 表示 １９４５ 年

之后两国之间是否存在殖民关系的虚拟变量， 数据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
数字基础设施差异 （ ｄｉｆＩＣＴｉｊｔ ）： 数字基础设施是开展数字服务贸易的必要条

件。 一般情况下， 两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差异越小， 越可能发生数字服务贸易， 因此

该变量的预期系数为负。 本文使用出口国与进口国公布的固定宽带互联网订阅量差

值的绝对值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指标数据库。
高等教育水平差异 （ ｄｉｆｅｄｕｉｊｔ ）： 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人力资本情况越接近， 两

国间开展数字服务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高等教育水平差异的预期系数为负。
本文使用出口国与进口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差值的绝对值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ＵＩＳ）。
监管质量差异 （ ｄｉｆｒｑｅｉｊｔ ）： 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监管质量差异越大， 则越难通过

ＲＴＡ 达到成员国监管一致性的目标， 其对双边数字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就越小。 监

管质量差异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ＧＩ 数据库中的监管质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指

标， 本文以出口国与进口国监管质量差值的绝对值来反映两国之间的监管质量差异。
由于共同语言、 殖民关系变量及反映 ＲＴＡ 条款异质性的核心解释变量存在零

值， 本文在 ＯＬＳ 基准回归中仅对除共同语言、 殖民关系及核心解释变量之外的变

量进行对数处理， ＰＰＭＬ 回归因为考虑到贸易零值的问题而不对数字服务出口额取

对数。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使用到的变量时间跨度均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 涵盖全球 ７２
个至少签署 １ 个含有数字贸易条款 ＲＴＡ 的经济体样本。

三、 基准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同时进行 ＯＬＳ 回归和 ＰＰＭＬ 回归， 并对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

比较 （表 ３ 所示）。 根据 （１） — （４） 列的 ＯＬＳ 的回归结果， ＦＴＡｉｊｔ 、 ｄａｔａｉｊｔ 、 ｐｒｏｍｉｊｔ 、
ｐｒｉｖｉｊｔ 四个变量的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总体深度、
数据相关条款、 贸易促进条款及隐私保护条款深度提高对数字服务出口均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 ｐｒｉｖｉｊｔ 在三个分项指数中系数最小， 说明 ＲＴＡ 中的隐私保护条款对数字服务

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弱， ｄａｔａｉｊｔ 的系数是三个分项指数中最大的， 说明数据相关条款对

数字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 而贸易促进条款对于数字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介于数

据相关条款和隐私保护条款之间。 ＯＬＳ 回归中加入的传统引力模型控制变量系数均为

显著， 符合预期。 出口国与进口国 ＧＤＰ 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贸易参与国的市场规模

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两国地理距离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对于

数字服务贸易来说， 地理距离与在传统货物贸易中的作用类似， 增大了贸易成本。 共

同语言及殖民关系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在数字服务贸易中各国都倾向于寻求文化相

近的国家作为贸易伙伴。 两个其他控制变量系数都显著为负， 说明出口国与进口国之

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差异及高等教育水平差异是抑制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因素，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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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差异越大， 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额就越小， 这意味着各国更倾向于寻求与本国数字

基础设施及高等教育水平相近的国家进行数字服务贸易。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ＯＬＳ ＰＰＭＬ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 ＧＤＰｉｔ
　 ０􀆰 ５３６１∗∗ 　 ０􀆰 ５３６２∗∗ 　 ０􀆰 ５４０４∗∗ 　 ０􀆰 ５３９９∗∗ ０􀆰 ２７０７ ０􀆰 ２６３１ ０􀆰 ２７５７ ０􀆰 ２８１２
（１􀆰 ００８４） （２􀆰 ４３８６） （２􀆰 ４４０７） （２􀆰 ４５９５） （２􀆰 ４５４０） （０􀆰 ９７５５） （０􀆰 ９４７５） （０􀆰 ９９５５）

ｌｎ ＧＤＰ ｊｔ
１􀆰 ５８４４∗∗∗ １􀆰 ５８４３∗∗∗ １􀆰 ５８７６∗∗∗ １􀆰 ５８９８∗∗∗ １􀆰 ８８６４∗∗∗ １􀆰 ８７９８∗∗∗ １􀆰 ８９４２∗∗∗ １􀆰 ８９５８∗∗∗

（３􀆰 １４２５） （７􀆰 １１６５） （７􀆰 １１６８） （７􀆰 １３７５） （７􀆰 １３９２） （３􀆰 １１８９） （３􀆰 １０６１） （３􀆰 １５７８）

ｌｎ ｄｉｓｔｗｉｊ
－１􀆰 １８４３∗∗∗ －１􀆰 １８０６∗∗∗ －１􀆰 １８３４∗∗∗ －１􀆰 １８７２∗∗∗ －０􀆰 ６８０９∗∗∗ －０􀆰 ６７８７∗∗∗ －０􀆰 ６７６０∗∗∗ －０􀆰 ６８１８∗∗∗

（－３２􀆰 ４７４５） （－６４􀆰 １４１１） （－６３􀆰 ８０１４） （－６４􀆰 ０６８１） （－６４􀆰 １２９１） （－３２􀆰 ６９４２） （－３２􀆰 ８２４９） （－３２􀆰 ９６５２）

ｃｏｍｌａｎｇｉｊ
０􀆰 ３５５１∗∗∗ ０􀆰 ３５８３∗∗∗ ０􀆰 ３５１６∗∗∗ ０􀆰 ３５６１∗∗∗ ０􀆰 ３９４５∗∗∗ ０􀆰 ３９８４∗∗∗ ０􀆰 ３９５３∗∗∗ ０􀆰 ３９５７∗∗∗

（８􀆰 ４５８８） （６􀆰 ９９１９） （７􀆰 ０５８２） （６􀆰 ９１８３） （７􀆰 ００６２） （８􀆰 ４２２３） （８􀆰 ５３３５） （８􀆰 ５０７２）

ｃｏｌｏｎｙ ｉｊ
１􀆰 ０７４８∗∗∗ １􀆰 ０７４３∗∗∗ １􀆰 ０７５８∗∗∗ １􀆰 ０６９９∗∗∗ ０􀆰 ４９６０∗∗∗ ０􀆰 ５１３７∗∗∗ ０􀆰 ４８９９∗∗∗ ０􀆰 ４３４７∗∗∗

（３􀆰 ３４８２） （９􀆰 ８４３２） （９􀆰 ８５３７） （９􀆰 ８２９６） （９􀆰 ７０９４） （４􀆰 ０９８４） （４􀆰 ３５６６） （３􀆰 ９７０５）

ｌｎ ｄｉｆＩＣＴｉｊｔ
－０􀆰 ０７１３∗∗∗ －０􀆰 ０７１３∗∗∗ －０􀆰 ０７１５∗∗∗ －０􀆰 ０７１３∗∗∗ －０􀆰 ０４２１∗∗∗ －０􀆰 ０４２４∗∗∗ －０􀆰 ０４２４∗∗∗ －０􀆰 ０４１３∗∗∗

（－２􀆰 ８１５０） （－６􀆰 ９４８６） （－６􀆰 ９５４１） （－６􀆰 ９６３５） （－６􀆰 ９４０３） （－２􀆰 ８７１５） （－２􀆰 ８９６１） （－２􀆰 ９０８５）

ｌｎ ｄｉｆｅｄｕｉｊｔ
－０􀆰 ０９８８∗∗∗ －０􀆰 ０９９０∗∗∗ －０􀆰 ０９８８∗∗∗ －０􀆰 ０９８３∗∗∗ －０􀆰 ０４６７∗∗∗ －０􀆰 ０４７２∗∗∗ －０􀆰 ０４８８∗∗∗ －０􀆰 ０４４３∗∗∗

（－４􀆰 ０４５１） （－９􀆰 ５１００） （－９􀆰 ５３０９） （－９􀆰 ５０１０） （－９􀆰 ４６１６） （－４􀆰 ２５９５） （－４􀆰 ３０６１） （－４􀆰 ４４４３）

ＦＴＡｉｊｔ
０􀆰 ３５７８∗∗∗ ０􀆰 ５１０７∗∗∗

（４􀆰 ３１９４） （４􀆰 ７６３８）

ｐｒｏｍｉｊｔ
０􀆰 ３１６５∗∗∗ ０􀆰 ４２３０∗∗∗

（４􀆰 ６７９９） （５􀆰 ２４５０）

ｄａｔａｉｊｔ
０􀆰 ５２０２∗∗∗ ０􀆰 ７１７２∗∗∗

（４􀆰 ６６５０） （４􀆰 ７４３２）

ｐｒｉｖ ｉｊｔ
０􀆰 ２２８７∗∗∗ ０􀆰 ３１０３∗∗∗

（３􀆰 ８３５５） （３􀆰 ３９９６）

常数项
－４３􀆰 ３８３１∗∗∗ －４３􀆰 ４２４８∗∗∗ －４３􀆰 ５８９６∗∗∗ －４３􀆰 ６０５８∗∗∗ ５􀆰 ４１０５∗∗∗ ９􀆰 ６１８４∗∗∗ １２􀆰 ２６３９∗∗∗ ５􀆰 ８４５９∗∗∗

（５􀆰 １２２３） （－４􀆰 ９３９９） （－４􀆰 ９４６１） （－４􀆰 ９６８１） （－４􀆰 ９６２５） （４􀆰 ６８７３） （６􀆰 ８６９５） （８􀆰 ０９０８）

出口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进口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１ ９８９ １１ ９８９ １１ ９８９ １１ ９８９ １２ ７６８ １２ ７６８ １２ ７６８ １２ ７６８
Ｒ２ ０􀆰 ８３１７ ０􀆰 ８３１７ ０􀆰 ８３１７ ０􀆰 ８３１５ ０􀆰 ８６６９ ０􀆰 ８６７３ ０􀆰 ８６７２ ０􀆰 ８６６６

注：∗∗∗、∗∗、∗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对于 ＯＬＳ 回归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对于 ＰＰＭＬ 回

归括号内为 ｚ 统计量。 回归控制了出口国、进口国及年份固定效应。 以下各表同。

ＰＰＭＬ 估计的结果如表 ３ 中 （５） — （８） 列所示， 可以发现， 核心解释变量

的系数与 ＯＬＳ 估计结果类似， 在 １％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 除出口国 ＧＤＰ 不显著

以外， 各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与 ＯＬＳ 回归一致， 证明 ＯＬＳ 回归结果具有

一定的稳健性。 此外， ＰＰＭＬ 回归结果中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之间的相对大小也与

ＯＬＳ 回归结果相同， 数据相关条款指数的系数最大， 贸易促进条款次之， 而隐私保

护条款最小。 这说明， 促进跨境数据流动、 禁止数据本地化、 禁止披露源代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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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性” 规则条款对促进数字服务出口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同时， 贸易促进条款

指标中所包含的无纸化贸易、 电子认证、 国内监管框架等措施也有力地促进了数字

服务出口， 但其总体效果不及表征 “自由开放型” 的数据相关条款。 而 ＲＴＡ 中与

隐私保护相关的条款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相对有限。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内生性检验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 并在模型中引入影响数字服务出口的控制变量及出口国、
进口国、 年份固定效应， 较好地解决了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此外， 通过将

ＲＴＡ 中的数字贸易规则条款量化并构建不同角度的异质性指标， 避免了将 ＲＴＡ 作

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带来的测量误差问题。 因此，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重点考虑反

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出口具有促进作用， 同

时数字服务出口反过来也对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演化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机制可

能会使模型产生内生性， 导致非一致估计。
一般而言， 若模型不存在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 则模型中 ＲＴＡ 规则深度指

标变量的前置项不会对当期数字服务出口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借鉴 Ｂ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ｒｇ⁃
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２１］和 Ｂａ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４） ［２２］ 的做法， 在 ＰＰＭＬ 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添加

ＲＴＡ 变量的一期前置项。 此外， 双边数字服务贸易更可能影响到双边 ＲＴＡ 的签署

及其规则深度， 但三国以上 ＲＴＡ 的签署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与双边数字

服务贸易的关系不大， 因此本文进一步将双边 ＲＴＡ 从样本中剔除， 仅考察三国以

上 ＲＴＡ 对成员国之间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两种内生性检验方法的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仅报告关键变量

系数， 完整回归结果备索， 下同。 通过加入前置项的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ＲＴＡ
总体深度及三个分项指数的一期前置项系数都很小且不显著， 而其当期系数皆为正向

显著， 这说明 ＲＴＡ 的签署外生于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在剔除了双边 ＲＴＡ 的样本中，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保持了显著性， 且各分项指标的系数相对大小与基准回归保持一

致， 说明由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 通过内生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证实

了基准回归中构建的异质性 ＲＴＡ 规则指标对数字服务出口促进作用的稳健性。
２􀆰 滞后效应检验

总体上看， ＲＴＡ 规则的实施效果需经历一段时间后体现， 特别是 ＲＴＡ 可能通过

改变贸易条件对贸易产生影响， 而这种影响通常具有滞后效应， 无法仅在当年充分体

现出来 （Ｂａ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４； 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ｌｌ， ２００５［２３］；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２４］ ）。 因此

本文对 ＰＰＭＬ 回归中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滞后， 观察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
结合本研究的时间跨度及样本容量， 本文对总体样本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进行一

到四期滞后， 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可以看到滞后一期以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仍为

正显著， 且其大小与基准回归并无明显差异， 这说明由于滞后效应的存在，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影响在当期并未完全体现出来， 同时说明基准回归中得到的结果是

稳健的， 数字贸易规则总体深度及其分项指数对数字服务出口存在显著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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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加入前置项 剔除双边 ＦＴＡ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ＴＡｉｊｔ
　 ０􀆰 ６００７∗∗∗ 　 ０􀆰 ９３４４∗∗∗

（３􀆰 ９２４２） （６􀆰 ９９０７）

ＦＦＴＡｉｊｔ
－０􀆰 ０４５５

（－０􀆰 ４１１３）

ｐｒｏｍｉｊｔ
　 ０􀆰 ４６７０∗∗∗ 　 ０􀆰 ８４８０∗∗∗

（３􀆰 ３５８０） （７􀆰 ３４７０）

Ｆｐｒｏｍｉｊｔ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８４９）

ｄａｔａｉｊｔ
　 ０􀆰 ８１５２∗∗∗ 　 １􀆰 ０６６５∗∗∗

（３􀆰 ３４５０） （５􀆰 ０４５０）

Ｆｄａｔａｉｊｔ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１１９）

ｐｒｉｖ ｉｊｔ
　 ０􀆰 ４３０５∗∗∗ 　 ０􀆰 ７５９０∗∗∗

（３􀆰 ８３６１） （７􀆰 ３１４３）

Ｆｐｒｉｖ ｉｊｔ
－０􀆰 ０８１９

（－１􀆰 ０９４９）

常数项
３􀆰 ４９０４ ７􀆰 ７２０３∗∗∗ ８􀆰 ２４２８∗∗∗ ８􀆰 ４１４０∗∗∗ ９􀆰 １３０２∗∗∗ ９􀆰 １６１０∗∗∗ ９􀆰 ０４８９∗∗∗ ９􀆰 １３７５∗∗∗

（１􀆰 ３２０１） （３􀆰 ６７８２） （４􀆰 ００５７） （４􀆰 ０３５４） （３􀆰 ６４９９） （３􀆰 ６５７４） （３􀆰 ６３２１） （３􀆰 ６４８９）

出口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进口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１ ４９７ １１ ４９７ １１ ４９７ １１ ４９７ １２ ４９５ １２ ４９５ １２ ４９５ １２ ４９５
Ｒ２ ０􀆰 ８６３４ ０􀆰 ８６３７ ０􀆰 ８６３６ ０􀆰 ８６３１ ０􀆰 ８６７６ ０􀆰 ８６７５ ０􀆰 ８６７４ ０􀆰 ８６７５

表 ５　 滞后回归结果

滞后期数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ＦＴＡｉｊｔ
　 　 ０􀆰 ５１０８∗∗∗ 　 　 ０􀆰 ３８１４∗∗∗ 　 　 ０􀆰 ２７９３∗∗∗ 　 　 ０􀆰 ２１３３∗∗

（４􀆰 ７６１７） （３􀆰 ４００１） （２􀆰 ６４９９） （１􀆰 ９９４４）
样本量 １１ ９６０ １１ ０４１ １０ ０１９ ８ ８９２
Ｒ２ ０􀆰 ８６８０ ０􀆰 ８６８２ ０􀆰 ８７１５ ０􀆰 ８７３９

ｐｒｏｍｉｊｔ
０􀆰 ４１２４∗∗∗ ０􀆰 ３０１４∗∗∗ ０􀆰 ２１４５∗∗∗ ０􀆰 １６４０∗∗

（５􀆰 ２０２０） （３􀆰 ５８３７） （２􀆰 ７３６１） （２􀆰 ０７６７）
样本量 １１ ９６０ １１ ０４１ １０ ０１９ ８ ８９２
Ｒ２ ０􀆰 ８６８３ ０􀆰 ８６８４ ０􀆰 ８７１６ ０􀆰 ８７３９

ｄａｔａｉｊｔ
０􀆰 ７０３４∗∗∗ ０􀆰 ５６２２∗∗∗ ０􀆰 ４４１５∗∗∗ ０􀆰 ３５８３∗∗

（４􀆰 ５６８５） （３􀆰 ４３７５） （２􀆰 ８５４１） （２􀆰 ２６３５）
样本量 １１ ９６０ １１ ０４１ １０ ０１９ ８ ８９２
Ｒ２ ０􀆰 ８６８３ ０􀆰 ８６８５ ０􀆰 ８７１７ ０􀆰 ８７４１

ｐｒｉｖｉｊｔ
０􀆰 ３３７７∗∗∗ ０􀆰 ２５８３∗∗∗ ０􀆰 １９１７∗∗ ０􀆰 １３８０

（３􀆰 ９８３２） （２􀆰 ８９２７） （２􀆰 １８０６） （１􀆰 ４９２７）
样本量 １１ ９６０ １１ ０４１ １０ ０１９ ８ ８９２
Ｒ２ ０􀆰 ８６７７ ０􀆰 ８６８０ ０􀆰 ８７１３ ０􀆰 ８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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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于国内监管质量差异的门槛效应检验

（一） 门槛效应检验

为验证国内监管质量差异对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是否存

在门槛效应， 本文首先对总体样本依次进行单一门槛检验和双重门槛检验， 结果如

表 ６ 所示。 可以看到对于 ＦＴＡ 总体深度、 贸易促进条款、 数据相关条款和隐私保

护条款， 监管质量差异在 ５％的水平上均通过了单一门槛效应的检验， 但都没有通

过双重门槛效应的检验。 因此，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数字服务出口的促进作

用确实会受到两国监管质量差异的影响， 且这种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此外， 表

６ 中还给出了门槛值的估计值及其在 ９５％水平上的置信区间。

表 ６　 门槛效应检验

变量 门槛个数 ＲＳＳ ＭＳＥ Ｆ 值 Ｐ 值 估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

ＦＴＡｉｊｔ

ｐｒｏｍｉｊｔ

ｄａｔａｉｊｔ

ｐｒｉｖｉｊｔ

１ １６１３􀆰 ８９６８ ０􀆰 ２２２４ １６􀆰 ８６ ０􀆰 ００３ ０􀆰 ３４６１ ［０􀆰 ３２０４， ０􀆰 ３５０１］

２ １６１３􀆰 ０４０６ ０􀆰 ２２２２ ３􀆰 ８５ ０􀆰 ５８０ ０􀆰 ３４６１，
０􀆰 ９６４６

［０􀆰 ３２０４， ０􀆰 ３５０１］
［０􀆰 ９５８１， ０􀆰 ９７０６］

１ １６１４􀆰 ４０４７ ０􀆰 ２２２４ １４􀆰 ６７ ０􀆰 ００３ ０􀆰 ３８３３ ［０􀆰 ３３８８， ０􀆰 ３８８７］

２ １６１３􀆰 ６８８５ ０􀆰 ２２２３ ３􀆰 ２２ ０􀆰 ４７７ ０􀆰 ３８３３，
１􀆰 ８８９６

［０􀆰 ３３８８， ０􀆰 ３８８７］
［１􀆰 ８５６２， １􀆰 ８８９６］

１ １６１３􀆰 ２５１７ ０􀆰 ２２２３ １９􀆰 ９８ ０􀆰 ０１７ ０􀆰 ３４６１ ［０􀆰 ３３４５， ０􀆰 ３５０１］

２ １６１２􀆰 ２７９８ ０􀆰 ２２２１ ４􀆰 ３８ ０􀆰 ５８３ ０􀆰 ３４６１，
１􀆰 ８８９６

［０􀆰 ３３４５， ０􀆰 ３５０１］
［１􀆰 ８５６２， １􀆰 ８８９６］

１ １６１４􀆰 ０１１８ ０􀆰 ２２２４ １６􀆰 １５ ０􀆰 ００３ ０􀆰 ３７００ ［０􀆰 ３３３３， ０􀆰 ３７４０］

２ １６１２􀆰 ８０７９ ０􀆰 ２２２２ ５􀆰 ４２ ０􀆰 ２４３ ０􀆰 ３３１３，
０􀆰 ９６４６

［０􀆰 ３１３８， ０􀆰 ３３６７］
［０􀆰 ９５８１， ０􀆰 ９７０６］

进一步， 本文通过绘制似然比统计量 ＬＲ 的函数图像以对门槛估计值的真实性

进行检验， 结果如图 ２ 所示。 ＬＲ 统计量等于 ０ 的水平线与似然比函数的交点即为

门槛估计值， 水平虚线与似然比函数的交点确定了门槛估计值在 ９５％水平上的置

信区间。 可以看到 ＦＴＡ 总体深度、 贸易促进条款、 数据相关条款、 隐私保护条款

对应的监管质量差异单一门槛估计值分别为 ０􀆰 ３４６１、 ０􀆰 ３８３３、 ０􀆰 ３４６１、 ０􀆰 ３７００， 且

都不存在第二个门槛值， 监管质量差异单一门槛估计值通过了真实性检验。
（二） 面板门槛回归

本文对总体样本进行面板门槛回归，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可以看到监管质量差异

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这说明监管质量差异对于双边数字服务出口并无直接的抑制

作用。 当监管质量差异小于等于门槛值时， 核心解释变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有着显著

的正向影响； 当监管质量差异大于门槛值时， 核心解释变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有着显

著的负向影响， 且数据相关条款系数的绝对值是三个分项指数中最大的， 这说明以

数据跨境流动、 禁止数据本地化、 禁止披露源代码为代表的数字贸易条款对于一国

监管质量的要求最高， 因此当这一要求不满足时产生的负面作用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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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似然比函数图

注： （ａ）、 （ｂ）、 （ｃ）、 （ｄ） 分别为 ＦＴＡ 总体、 贸易促进条款、 数据相关条款、 隐私保护条款所对应的

似然比函数图。

表 ７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ｆｒｑｅｉｊｔ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５５

（－０􀆰 １２１１） （－０􀆰 １７６３） （－０􀆰 ０４４０） （－０􀆰 １４０２）

ＦＴＡｉｊｔ（ｄｉｆｒｑｅ ≤ ζ１）
０􀆰 １９７１∗∗

（２􀆰 ２４８３）

ＦＴＡｉｊｔ（ｄｉｆｒｑｅ ＞ ζ１）
－０􀆰 １７４２∗∗

（－２􀆰 ４３８６）

ｐｒｏｍｉｊｔ（ｄｉｆｒｑｅ ≤ ζ１）
０􀆰 １３１９∗

（１􀆰 ８０６３）

ｐｒｏｍｉｊｔ（ｄｉｆｒｑｅ ＞ ζ１）
－０􀆰 １６１０∗∗

（－２􀆰 ４３５０）

ｄａｔａｉｊｔ（ｄｉｆｒｑｅ ≤ ζ１）
０􀆰 ２７９８∗∗

（２􀆰 ３２０３）

ｄａｔａｉｊｔ（ｄｉｆｒｑｅ ＞ ζ１）
－０􀆰 ２１４７∗∗

（－２􀆰 １２０３）

ｐｒｉｖｉｊｔ（ｄｉｆｒｑｅ ≤ ζ１）
０􀆰 １２０５∗

（１􀆰 ８３１５）

ｐｒｉｖｉｊｔ（ｄｉｆｒｑｅ ＞ ζ１）
－０􀆰 １６２５∗∗∗

（－２􀆰 ７４１１）

常数项
－４２􀆰 ９５０４∗∗∗ －４２􀆰 ９４４８∗∗∗ －４２􀆰 ９６３０∗∗∗ －４３􀆰 ００６５∗∗∗

（－１５􀆰 ８２２９） （－１５􀆰 ８０１１） （－１５􀆰 ８０２２） （－１５􀆰 ８０２７）
样本量 ８ ８９２ ８ ８９２ ８ ８９２ ８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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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说明， 高标准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在成员国之间的推行， 需

要与之相匹配的国内规制和监管框架， 若双方国内制度环境存在巨大差距， 高水平

数字贸易规则的签署可能不会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产生促进作用， 甚至造成一定的

负面影响。 这进一步证实了， 国内监管质量较低的国家， 在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参

与和国内监管制度改革方面， 是一个 “循序渐进” 的动态过程， 与盲目追求 “最
高标准” 的深度规则相比， 提升与发展中国家数字贸易监管治理相关的技术援助

和能力建设显得更为重要。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 ＲＴＡ 不同类型数字贸易条款的规则属性， 构建了条款异质性指数，
并对其深度进行量化， 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全球各国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 实证

检验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参与国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 研究发现， ＲＴＡ 数字

贸易规则水平深度提高对数字服务出口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不同类型的 ＲＴＡ 数

字贸易规则条款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数据相关类条款深度提升对数

字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大， 其次为贸易促进类条款， 最后为隐私保护类条款， 这

为跨境数据流动等前沿性规则条款对促进数字服务出口的关键作用提供了直接的经

验证据。 同时， ＲＴＡ 成员方的国内监管质量差异对数字贸易规则的出口影响存在

门槛效应， 当两国国内监管质量差异处于较低水平时 （小于等于 ０􀆰 ３４６１）， ＲＴＡ 数

字贸易规则能有效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 若两国国内监管质量差异较大 （大于

０􀆰 ３４６１）， 则高标准的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反而不利于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的开展。 这

说明， 监管质量水平较低的国家参与高标准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 需经历一个 “规
则学习” 和 “干中学” 的动态过程。

鉴于以上结论， 本文建议： 第一， 中国应积极推进高标准的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

则建设， 并坚持 “遵循渐进” 原则推动 ＲＴＡ 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建设， 根据不同

贸易伙伴、 不同属性类别的规则条款制定差异化的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策略，
逐步提升 ＲＴＡ 中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和总体水平。 第二， 在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发

达国家贸易伙伴选择上， 应首选监管治理水平与中国差距不太大的协定伙伴， 在保

障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下纳入更高标准的跨境数据流动相关条款， 同时应充分把握

隐私保护类条款 “监管竞次效应” 的窗口期， 谨慎纳入高标准的隐私保护类条款。
第三， 在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 ＲＴＡ 中， 应全面提升数据相关类

条款、 贸易促进类条款和隐私保护类条款的规则深度， 提高有法律约束力条款的比

重。 最后， 应加快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治理能力建设， 特别是加快推进

与数据跨境流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 为未来参与更高标准的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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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ｄａｔａ⁃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ｔｙｐｅ）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ｂｏｏｓｔ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ＲＴＡ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ｈａｓ ａ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ＲＴ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ｆ ａ “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 ａｎｄ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 ”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ｐｌａｃ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ｌｉｎｄ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ｄｅｐ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ＴＡ）；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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